五四运动与文化自觉

张建忠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化“来时的路”，也明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路”。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立了主观条件。

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分子萌发了新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文化自觉包含着“文化自主”和“文化自知”双重品格。文化自主指的是在文化的交流、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要具备文化自尊、自爱和自主的主体性意识，不卑躬屈膝、不自暴自弃、不照搬照抄，始终坚守民族文化的“根”和“本”。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积极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如果丧失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崇洋媚外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就会沦为“无根的浮萍”，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自信。当然，强调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才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新陈代谢，增强文化自主能力。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形成新的文化主体意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从“全盘西化”的梦幻中惊醒，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和评价西方文化，探寻文化革命的新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意识，一经学会马克思主义就尝试着运用它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应该说，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并非这一时期才有，我们的祖先就认为华夏文明是天下的中心，华夏文化是最先进的文化，认为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用夷变夏”。鸦片战争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都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对待西方文化，这些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意识。但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既与古代“自我中心”的潜意识有本质不同，也与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有原则区别。他们固然不赞同全盘西化，却也不主张固守传统，而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外，探寻社会主义的文化新路。他们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下，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实现文化自知提供了思想工具
文化自知是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品格。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内在要求。一方面，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自己文化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只有讲清楚自身文化（即对自己的文化有理性认知），文化自信才有理性的根基和底气，否则就是盲目自信，甚至会蜕变为“文化自负”。另一方面，文化自知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赢得在新时代、新环境下文化选择的主动性。唯有如此，文化才能不断与时俱进，文化自信才能是持久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各国家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背景下，仅有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外来文化有“知他之明”。知己而不知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知之明，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自信。

正因为对自身文化的发展缺乏理性的认识，我们在鸦片战争后始终是以自发的而非自觉的、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去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在救亡路上一直处于“试错”状态。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认识：先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夜郎自大、盲目排外，视对方为未开化的“洋夷”，屡遭挫折后又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一战的爆发“戳破了西洋镜”，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回潮。从中不难发现，在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时，当时的国人是多么的盲目与彷徨，这既是缺乏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缺乏文化自觉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它为中国人实现文化自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唯物史观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文化及其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特色、功能、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向等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政治经济学为我们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也才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辨识。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文化自觉奠立了主体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上，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立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实现文化自觉的主体力量，也是重塑文化自信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准确判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历史坐标，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大关键”。因为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在哪里”、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便是对中国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为日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确立了历史前提，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了逻辑前提——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历史起点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伟大效力和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文化自觉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力图将“文化自觉”转化为革命的“行动自觉”，使文化自觉的理论力量得以转化为强大的实践力量。

  综上所言，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觉，不仅认清了中华文化“来时的路”，也明确了中华文化“前行的路”，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